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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浅析
周 军 李志民

摘 要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曾经盛极一时，影响深远，囿于其产生于专制主义制度之中、法律与道德的结合等原因不适应

现今社会的发展，因而被世人所摒弃。但其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是进步的，它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对其进行客

观分析以取其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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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潜移默化之

中塑造了中国人的法律观，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习惯。然而在这

种种精巧的制度设计背后，必然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做支撑。

一、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特征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是多种法律思想学说竞争与融合的

产物，即使是某一种学说在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

内部也涌动着分化对立的暗流。因此把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归结

于某种特定学说的支配影响，得出某种法律学说思想大一统的结

论是需要认真推敲的。在这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学术多元

并立、相互渗透的特征。这在中国法律史中多有表现：法家得势

时在追求严刑峻法的同时，并未忽视对“礼”的尊崇，其对君主“势”

的强调中正包含着君臣等级高下已分，贵贱不可僭越的观念，秦

代之礼经孙叔通等人之手略加损益，为汉代以后礼制的源头；董

仲舒在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却用阴阳五行之说为

“天人感应”制造理论依据；庄子虽主张清净无为，却还是在《外物

篇》中承认“谋稽乎玄，知出乎争”，与法家一样认识到物竟相争的

现实。这些思想的碰撞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就像马老师在《礼与法》当中提到的，中国法律制度的精髓

是礼治，而礼治又有两种法律思想路径作为支撑：一条是儒家所

重的“礼义”，强调亲亲尊尊，追求教化促人内省，从而正人之心；

另一条是法家所推崇的“礼制”，主张以外在的风俗制度来规范约

束常人之行。二者既相克又相生，今人常常只重一端而妄加评

论，自然不能把握礼治之魂。与之相应，如古今文之争、宋学与汉

学之辩、理学与心学之分，旨趣不同，却常常同出一脉，最终也殊

途同归。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这种法律

思想的多元化，对中国法律制度构建的影响，需要人们细细品味。

其次，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指导思想，与第一点

相对应，始终处于变革之中，以图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同时中国

法律思想文化是中国民族品格和民族心理的体现，是中国法律实

践的合理结果，反映了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文化这个完整的思想

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不能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的分析研究的。这

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神秘主义思想向“铸刑鼎”的成

文法传统转变，从商鞅“变法为律”所体现的急功近利的法家传统

向强调“亲亲尊尊”的法律儒家化主张的转变，从儒家传统的“德

主刑辅”、“先教后刑”等理念向“明刑弼教”思想的变化当中，都得

到了映证。而中国传统法制的解体，正由深受传统法律思想浸润

的沈家本、张之洞等名儒推动（尽管他们也存在争论），这都说明

了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这是法制

现代化潮流无法割断的。如果今人不从中国法律思想的整个发

展逻辑和所处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片面抽象地割裂剪裁其内

容，必然得出偏颇的结论。

最后，法律思想文化与法律制度紧密相连，却又有相对独立

性和不同步性。法律制度反映了某一时期占优势地位的法律思

想，但这往往不能反映中国法律思想的全貌，也不能完全它的发

展方向和趋势。比如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走向成熟，却在汉

代中期为统治者所推崇，而法律的儒家化，直至《唐律疏议》才算

最终完成。再比如，由于传统社会中所谓“皇权不下县”，正式的

国法必须靠宗族的家法做补充，而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其根

本原因之一，在于民间的法文化（也就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民间

法”）与官方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存在矛盾。比如民间佛

道思想的盛行是不会在官方法制中的得到充分反映的。然而这

并不意味佛道思想无足轻重，其境遇对人们的要求正是“礼失，求

诸野”。总之，对法律思想文化的自足性和独立性的特点不容忽视。

二、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本质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体现多元并立的特征，但异中

有同，在学术纷争的表象有共同的本质，现择其要点略论：

第一，礼治传统渊远流长，强调礼法结合，一准乎礼。“礼”既

指具体的礼仪形式，更是抽象的精神原则。所谓“一准乎礼”，据

有关学者研究，就是指的是：以“礼”作为法的正当性基础；以“礼”

作为法的原则和精神，凡与之相悖的法无效；当法无具体规定，法

官可以以“礼”对案件作出裁判 。这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法文化并

不仅仅注重刑罚，更强调对人的善性的弘扬，比如旌表制度等受

到西方启蒙思想家赞扬的良法美制，颇具仁爱精神。在这种指导

思想的背后，反映的是对人的信任和尊重，体现了对正义等美好

价值的合理追求

第二，以宗法家族主义为基础，构建以义务为本位的伦理法

体系。在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

成的宗法制度，有效地将家庭与国家联系起来，强调家长和国家

的权威，有利于建立成熟的慈父般的“家长官僚制”，以实现中华

文明的维持和稳定发展。这种伦理法所体现的“义务本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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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方面的含义：在区分贵贱高低等级的前提下，一方面强调下

人对尊长的服从，另一方面强调尊长对下人有保护关心的责任。

这种约束是双向普遍的，反映了中国人注重自律反省的特质。

第三，以秩序和谐为最高的理想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以追求秩序和谐为其理想目标,即”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强

调人与自然之间、国家民族之间、社会家庭之间的和谐,社会交往

讲究和解精神与协调一致。这要求国法必须考虑“天理人情”因

素。在中国法学传统中，“法”只是较低层次的规范，“法”上有礼、

德，最高有“道”，“道”出于人们共识的理则和共有的情感,人们可

以很自然地了解并接受,因而可以适用于人们的一切行为,人们也

心悦诚服,所以被称为“天道”或“大道”。而天道往往与民情相连，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公正的法律应符

合“天理人情”。这对国家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并且随着

中国社会的发展，“天理人情”作为充满神秘色彩的权威逐渐淡化,

但天理人情的法律体现却进一步加强,天理人情愈来愈法律化②。

这表现在中国先贤对“无讼”的追求，以及民间调解制度的成熟与

发达等情况当中。这对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维持传统社会

的稳定，同时促成中国法制的反省机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正确态度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然而作为农业社会的产

物，必然存在历史的局限。在当前面对西方现代法律文明挑战的

关头，我们要防止两种不良思潮。

一种是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无视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的

法律发展进程的差异，将西方法律思想神圣化，而对中国法律思

想则以将问题“标签化”的态度和粗暴的处理方式，代替对其深入

细致、理性全面的研究分析。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把西方法律文

化的特点当作优点加以推崇，把中国法律文化的特点当成缺点大

加批判，脱离中国法律文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评头论足。

另一种表现是随意比附西方法律思想文化传统，造成一种

“西方有的我们全有的”幻觉，在盲目的自大中隐藏着极端的自

悲，把中国法律传统思想当作古董把玩，以致出现了把糟粕当作

“本土资源”或精华的现象。这既导致对中国法律传统思想独特

本质充分把握的缺失，又脱离历史发展的潮流，最可怕的还在于，

这使得一些学人习惯于只在一个较小的学术圈内自说自话，放弃

了影响指导中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实努力，听凭一些脱离国情

的洋教条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在提倡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的今天，这种消极的做法无法为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提供合理的经

验借鉴和理论支撑，可能同样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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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6）．第 149-150页．

（上接第 7页）英国学者梅因也认为，法律的发展是一个逐步进化

的缓慢过程。在远古时代，并未存在近现代的立法机构和明确的

法律规则。人类也从未产生普遍的明确规则的观念，而只有再简

单不过的权威观念或习惯观念，因此，我们不应将法律的形象局

限在近现代式的“国家式”规则。

不论是梅因强调的历史性的规章和习俗，还是埃利希强调的

现实中的规章和习俗，都存在一个需要国家认可的问题，即国家

有权决定这些规则的去留。对此，孟德斯鸠认为，国家规则是立

法者创立的特殊的和精密的制度，而风俗和习惯是一个国家一般

的制度，要改变这些风俗和习惯，根本不应用国家的“大棒”。而

且，在国家规则的旁边，“活的法律”是无处不在的，甚至立法者和

司法者中间，都可以发现“行规”一类的行为规则。此外，某些地

方自治性的规则虽然没有国家的认可，却发挥着比国家规则更为

实际的作用。

（三）“好人”的态度

现实主义分子的观察，使得法律失去了明确性和普遍性，埃

利希等人的观察则造成了泛规则化，为了避免现实主义分子的

“人性恶”假设和泛规则化，英国学者哈特提出了新的理论。

哈特认为，正是行为者自身的积极态度，而不是他人的外在

要求，才是规则行为以及规则本身存在的根据，即好人的积极心

态决定了规则的成立，义务的成立。但是，为什么没有积极态度

的其他人仍然具有义务？在某些问题上，反对一方与支持一方争

论不休，我们也无法认为，一方的积极态度是另一方义务的根据。

哈特解释道，社会义务主要在于大多数人的“好人态度”，即

社会法律义务假如已经出现了，那是因为大多数人自觉遵守了一

个规则。而在某些场合，也许大多数人并没有积极态度，只有少

数官员才有，可法律义务依然存在。 但是，在道德规则中，同样

可能存在“好人态度”，对此，哈特指出，法律规则和非法律规则的

区别，在于前者包含了官方接受的“次要规则”。“次要规则”即权

利（或权力）规则，其“具有不仅引起人们行为活动或变化，而且引

起创立或改变责任或义务的作用。”为了与道德规则中的授权规

则相区别，哈特进一步指出了“次要规则”中有一个所谓的“认可

规则”，这类规则回答法律是什么，确定某种渊源是否为法律的渊

源，并且对一个法律制度何时是存在的提供了一个标准。它可以

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它可以以各种表述方式存在于日

常实践中。认可规则的成立是由大多数人的好人态度决定，但官

方的好人态度具有终极意义。即使没有大多数人的好人态度，但

只要存在官方的好人态度，认可规则也是成立的。一旦认可规则

成立了，则法律规则也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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